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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社會主義」的歷史語境與局限

⊙ 王 俊

 

在〈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讀書》2007年第6期，以下簡稱甘文）一文中，甘陽先

生提出了「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說法。甘先生認為，當前中國正在形成「新改革共

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正是這種「新改革共識」的體現。甘先生指出，之所說當

前的改革共識是「新改革共識」，原因在於，它不只是改革開放後三十年所形成的通行改革

共識，而是以平等為價值核心的毛傳統和以效率為價值核心的鄧傳統，以及以和諧為核心的

中國儒家傳統為共同價值基准的新共識，這種新共識的發展可能導致一條「中國道

路」──「儒家社會主義」，按照甘先生自己的說法就是，「從長遠的意義看，當代中國正

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識』，如果得到健康的發展，將有可能逐漸突顯『中國道路』的真正性

格，這就是：中國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形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

會，而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僅如此，甘先生還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的「中華」提出了新解釋，認為「『中華』的意思就是中華文明，其主幹是儒家為主

包容道家佛家和其他文化因素」。顯然，甘先生的這種新思考和新提法很有新意，是從理論

上概述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實踐的有益嘗試。但是，甘先生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提法是

否能概述當前的中國社會發展實踐及未來發展方向，這還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對於這個問

題，本人不揣淺陋，想在此提出幾點質疑，並分析這一提法的歷史語境及其局限。

一 「儒家社會主義」的合法性問題

所謂的合法性問題就是能否對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嚴格的論證問題。我們看到，在甘先生的文

章中，合法性問題顯然是被忽視了的問題，甘先生只是提出了「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概

念，但對這個如此重要的概念卻少有論證。縱觀全文，其重點在於論證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

的歷史連續性，涉及到「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內容不足全文的十分之一，總字數不足一

千，真可謂點到為止。對於甘先生如此地惜墨如金，我們除了感到遺憾之外，也感到不能理

解：甘先生是不願論證還是不能論證呢？從不願論證來說，它包含兩種可能，一種是它已經

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無需作者再去論證；另一種是對它的論證存在著很多忌諱，作者不

願自己的論證給自己帶來麻煩。從當前的現實看，前一種情況肯定是不存在的，「儒家社會

主義共和國」肯定不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如果是的話，甘先生提出來也就沒甚麼新意可言

了。至於後一種可能，我們不能排除，甘先生是不是有所忌諱，或者忌諱甚麼東西，我們不

好在此妄加揣測，姑且存疑好了。不過，除了不願論證之外，不能論證也不是可以完全排除

的，這個命題事關中國古代傳統、西方市場傳統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其大與廣是不言而

喻的，作為一種假想提出來是容易的，如要深入論證則是非常困難的。故此，從該命題的難

度上看，甘先生不能論證也是理所當然的。



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即甘先生不是提出了一個需要論證的問題，而

是提出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儘管在其行文中，甘先生言之鑿鑿，似乎「儒家社會主義」

乃是中國道路的正途，但我相信他肯定無法論證這個問題，所以，還是讓我們後退一步，把

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加以討論吧。但是，僅使作為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提出，

其合法性也不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合法性問題總是值得討論的核心。所不同的是，在論證

中，合法性問題是個封閉的問題，是作為一種正確或確定的結論所做的符合邏輯的證明；而

在討論中，合法性問題是個開放的問題，根據其合法性限度，命題可能被證明是正確的，也

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

不管怎樣，還是讓我們看看甘先生的命題需要面對哪些合法性問題吧。我們先來分析「儒家

社會主義」的語法結構。我們看到，這是一個偏正結構，「儒家」是修飾詞，「社會主義」

是主詞，修飾詞代表性質，主詞代表實體，因此，從「儒家社會主義」的語法結構來看，它

表達的意思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或者說，中國社會主義的方向，是用儒家思想來指導社會

主義，形成一種儒家性質的社會主義。如果是這樣的話，儒家是否要取代馬克思主義？那

麼，儒家和馬克思主義將是一種甚麼樣的關係？如果甘先生要論證「儒家社會主義」的話，

這是他首先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當然，甘陽先生肯定不會說「儒家社會主義」就是要用

儒家思想來指導社會主義，而如他自己所說的，它指三種傳統的融合。但是，這三種傳統如

何能融合到一起？即使融合到了一起，又為何要稱為「儒家社會主義」？儒家傳統和其他兩

種傳統是甚麼關係？「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是否意味著儒家傳統在三種傳統中最重要又佔

主導地位？這些問題都是甘先生所無法回避的。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從歷史上看，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最早可以

追溯到「五四」前夕。伴隨著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對蘇俄革命的介紹，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認

識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同「五四」時期的各種新思潮一樣，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

義對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傳統是持批判態度的，而當時的中國儒學界也大多抵制馬克思主

義和社會主義，把它們看作為激進主義或貶低為共產共妻的原始共產主義，從總體上來看，

社會主義與儒家思想基本處於衝突和對立之中。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儒家和社會主義

更是水火不容，全國一片批孔之聲，儒家思想成了封建餘毒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之後，儒家

思想開始作為歷史傳統被重新認識，但其主流思想也還是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批判地繼

承。其實，當今中國早就不存在所謂儒家了，或者說，儒家思想早就支離破碎了，甘先生提

「儒家社會主義」顯然是不符合中國當前思想現實的，儒家是歷史上的，在「五四」之後，

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儒家且只是一種歷史名詞，就此而言，談「儒家社會主義」或者說

儒家與社會主義的融合是需要特別論證或值得討論的。

再次，甘先生說「『和諧社會』這個概念毫無疑問是植根於中國儒家傳統的，這與以往強調

的西方傳統的『階級鬥爭』概念有根本的不同」，這一說法既存在有問題的地方，又存在需

要論證的地方。有問題的是，他把中國儒家傳統歸結為「追求和諧」和把西方傳統歸結為追

求「階級鬥爭」是否過於簡單？眾所周知，「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

言》中提出的概念，它如何成為西方所強調的傳統呢？實際上，與甘先生的說法相反，任何

時代的統治階級大都不是宣揚階級鬥爭，而是宣揚階級調和，他們也在追求「和諧」。另

外，需要論證的是，「和諧社會」的提法怎麼就是源於中國儒家傳統？或者說，把「和諧社

會」還原到儒家傳統是否合適？這是需要甘先生做出特別論證的。

當然，需要論證或值得討論的問題還有很多，我們就不再一一提示了，如果甘先生要使自己

關於「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言之成理，言之有據，他至少要回答我們以上提出的問題，不



然，他的所謂「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的合法性就是有問題的。

二 「儒家社會主義」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

看到甘先生「儒家社會主義」提法，人們馬上會想到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

法。進而會問，「儒家社會主義」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間是一種甚麼關係？提

「儒家社會主義」是否意味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有問題，是否意味著它不能

概述中國當前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識」？抑或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法本身沒

有問題，但其外延過大，無法具體體現中國當前的「新改革共識」，所以應該用更具有現實

概括力的「儒家社會主義」取代它？又抑或是，「儒家社會主義」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前者是後者的明確化和目標？這就是涉及到「儒家社會主義」與「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的關係問題，這是「儒家社會主義」提出者所無法回避的問題。

讓我們來一一分析這些關係的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已

經過時，需要用新的提法取代它，「儒家社會主義」恰好能擔此使命，甘陽先生提出的「儒

家社會主義」是否隱含此意？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不妨作為一種可能性加以探討。

我們看到，在甘文中，作者提出了「新改革共識」，那麼，與其相對應，是否還存在一個所

謂的「舊改革共識」呢？如果說「新改革共識」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甘先生所

提出的「儒家社會主義」，那麼「舊改革共識」是甚麼呢？是不是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呢？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那是否意味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共識已經「舊」

了？如果真的「舊」了，它「舊」在哪裏？這是需要說明或論證的。如果這種可能性成立的

話，那麼，「儒家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代表著不同階段的理論成就，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代表「舊改革共識」，「儒家社會主義」代表「新改革共識」，

由於前一種形式無法容納新的內容，所以要用後者取代它。

第二種可能性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法本身沒有問題，但其外延過大，無法具體體

現中國當前的「新改革共識」，所以應該用更具有現實概括力的「儒家社會主義」取代它。

從甘先生的文章上看，這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勿庸置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法

的確外延很大，幾乎是個大口袋，一切帶有中國色彩的東西都可以往這個口袋裏裝，如果從

減少概念外延過大帶來概念混亂的角度來看的話，對「有中國特色」加以限制，使其更清

楚，也未嘗不可。但是，這種限制是否就應該是「儒家」？或者說，把「有中國特色」限為

儒家是否合適？我們知道，「有中國特色」外延很大，其包含的內容也很廣，從政治、經濟

到文化、語言、民族、歷史，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而「儒家」的外延明顯小很多，在現

代，它的內容主要是思想文化上的。我們姑且不管儒家思想文化上的許多爭議，就是用這麼

一個只限於思想文化的「儒家」概述當前涉及方方面面的新改革大潮是否合適？「儒家社會

主義」是否比「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具有現實概括力？其結論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種可能性是「儒家社會主義」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者是後者的明確化和

目標。在甘文中，這層意思似乎最明顯，從其「中國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形

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說法中，

我們似乎能看到這層意思。

如果是這種可能性的話，那麼，「儒家社會主義」就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價了，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指「儒家社會主義」，或者說，「儒家社會主義」乃是「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要達到的目標。且不管這是否鄧小平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初衷，我們先來看看這種說法本身是否合適，或者說，這種說法有哪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按照通常的理解，鄧小平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貫徹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

原則，普遍性是指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特殊性是指中國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中國這個特殊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中如何建設具有普遍價

值目標的社會主義問題。如果這種理解沒錯的話，那麼，「有中國特殊的社會主義」所追求

的目標乃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只是特定環境歷史中需要顧

及到的，而非最終目標，甚至是最終要被最終目標所超越的。與此不同，甘陽先生認為「中

國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所講的「儒家」就與鄧所講的「有中國特色」就不能等價了，因為「儒家」不是要被超越

的，而是要被實現的，是一種目標性的價值，作為中國傳統的「儒家」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

特殊環境傳統，而是價值支撐，很顯然，這種說法有用「儒家」價值目標取代社會主義價值

目標的嫌疑。如果是這樣的話，「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就顛倒了過來，不是「儒

家」服務於「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服務於「儒家」了。設若如此，與其稱「儒家

社會主義共和國」，到不如稱「社會主義儒家共和國」，後者比前者更明確、更直接。

當然，「儒家社會主義」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的關係問題是個大的理論問題，對其進

行縱深論述是需要許多筆墨的，在此，我們只是提出它們之間的關係的幾種可能性，以供參

考和討論。

三 「儒家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的關係問題

我們看到，「新共識」與「舊傳統」的關係問題是甘文最為關心的問題，或者說，如何解決

「新共識」與「舊傳統」之間的矛盾，是甘文的立足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社會主

義」的提出，乃是甘先生解決這一難題的理論嘗試。但是，就目前的中國現狀來看，「新共

識」與「舊傳統」都是很模糊的概念，對它們的界定還存在著這樣和那樣的爭議，沒有一致

的看法。因此，如何較好地給出「新共識」與「舊傳統」的定位，依然是個問題。作為一種

嘗試，甘先生提出的「儒家社會主義」能否很好的統一「新共識」與「舊傳統」，妥善處理

時代精神與歷史傳統的關係呢？這還是個需要考察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關於傳統與現代關係的認知逐漸發生了變化，開始從對傳統的激進反叛

轉變為對傳統進行消化吸收，在對傳統的處理上，人們表現出更理智和更清醒的態度，這顯

然是一種進步。但是，由於「五四」之後，特別是中共建國後，遭到激進批評和破壞的傳統

已經支離破碎，如何重整傳統，整合出一個甚麼樣的傳統，這是一個已經開始討論並且值得

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傳統也有自己不可改變的內核，因此，傳統總是一個被解釋的傳統

和不能被完全解釋的傳統的結合，或者說，傳統就是在被解釋與不能完全被解釋之間顯現出

來的一種歷史與現代的張力，這種張力要求我們傳統地面對現代和現代地面的傳統。傳統地

面對現代意味著傳統並沒有完全死去，傳統中潛藏著不可超越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貫穿於

任何時代，一旦遭到破壞，歷史的統一性就會出現問題，歷史就會出現反彈，需要重新思考

與回歸，當前西方保守主義的興起和中國國學的走熱，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種歷史的反

彈，因為以現代價值為標籤的某些歷史事件破壞了傳統中的不可超越的普遍性，比如西方奧

斯維辛事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事件的極端殘酷性讓人們重新思考人性與人的尊嚴，



把人們從現代性的極端拋回到最為傳統的價值問題之上，潛藏在傳統中的普遍性以其難以思

議的非強制性被凸現為不可超越的權威性。

但是，成為傳統中最不可超越的普遍性的並不是其最高的價值目標，而是其最低的價值底

線。有鑒於傳統價值目標所形成的歷史條件，其所依托於想像力而建構出來的價值理想往往

具有烏托邦的性質，作為激勵人們的信念，它是必要的，作為人們行動的指南，它卻是非常

危險的。我們看到，從法國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任何想把以烏托邦價值轉變為現實價值的

歷史行動都是災難性的，這些災難性的事件反過來把人類拋回到傳統的最低價值底線，這時

傳統才作為傳統出現。由此看來，任何傳統所設立的價值目標都旨在超越傳統本身，都具有

現代色彩，在此意義上，現代和傳統是極其相對的，從歷史的眼光看，總是傳統中有現代，

現代中有傳統，傳統與現代的平衡是歷史的常態，傳統與現代間平衡的破壞是歷史的變態。

如果能這樣看待傳統與現代的歷史關係的話，那麼，我們看到，傳統提供給現代的最有價值

的東西不是它的最高價值理想，而是它的最低價值底線。任何時代都有超越其自身的價值衝

動，都不缺少其最高價值理想，對最高價值理想的擔憂總是沒有太大的必要的，相反，人們

在追求最高價值目標時卻總是忘記了價值底線。就此而言，在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中，最

為重要的往往不是用傳統的最高價值目標來指導當前的現實行動，反倒是應該用傳統的最低

價值底線來限制現代的最高價值目標，以避免人類行為完全脫離傳統，導致破壞傳統中不可

超越的普遍性而形成歷史災難。就此而言，甘陽先生用儒家的最高價值目標來詮釋當前歷史

成就是有其不恰當的地方，其「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既有點似是而非，又有點似非而是，

既像用儒家來指導社會主義，又像用社會主義來引導儒家，在最高價值與價值底線之間沒有

可以辨別之處。

顯而易見，甘先生提「儒家社會主義」的本意是想融合「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形成基於

傳統的「新共識」。但是，「儒家社會主義」是否是個合適的新瓶子，它能否裝進中國傳統

這壺舊酒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則需先回答以下幾個主要問題：第一、何謂儒家？對於儒家

來說，哪些是可以被解釋的，哪些是不能完全被解釋的？第二、儒家的核心價值是甚麼？

「和諧思想」是不是其核心思想，即使是，它如何與現代對接？第三、如果「和諧思想」是

儒家的核心價值，那麼它是現代和諧思想的價值資源還是指導方向，如果是前者，「儒家社

會主義」的提法是否是喧賓奪主？如果是後者，它是否和當前的意識形態相抵觸？第四、儒

家是否有其負面價值，「儒家社會主義」如何處理其負面價值？第五、「儒家社會主義」是

不是「儒家」的新意識形態化，如果是，那麼這種新意識形態化的儒家在當前中國意識形態

中處於甚麼樣的位置？如果不是，「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又當如何解釋？。

當然，這些問題都是大問題和深層次的問題，但又是不得不提出來的問題，它們關係到「新

共識」與「舊傳統」關係的處理，只有很好的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說妥善的處理了「新共

識」和「舊傳統」。顯然，甘先生的「儒家社會主義」能否妥善處理「新共識」與「舊傳

統」的關係，主要看他怎麼回答這些問題，能否合乎邏輯的回答這些問題了。

王 俊 東南大學哲學與科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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